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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郑浩天　靳卫东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６１)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 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

双重差分法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有助于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且该效应在非国有性质、竞争激烈行业以及法治环境良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

«社会保险法»实施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这一方面会激励企业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并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物力和

人力角度“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企业现金流约束水平,从财力角度“挤出”企业数字化转型,

但前者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后者的负向作用,总效应表现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保险征

管机构变更为税务部门以及缴费率下调两项辅助政策改革,都会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

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当前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社会保险“严征管”和“降费率”的制度优化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数字化转型;«社会保险法»;征管机构;缴费率

中图分类号:F２７０．７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２４)０６Ｇ００７９Ｇ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Ｇ０５Ｇ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结构重大转变对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２３&ZD０４３);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研究”(２０２１MYB０１４)

作者简介:郑浩天(１９９６— ),男,内蒙古包头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靳卫东(１９７３— ),男,山东济宁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一、引言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迅速兴起,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构筑国

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力量.«“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然

而,企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也承担着员工福利供给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近年来,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实施赋予社会保险

“准税收”性质,明显抑制了企业违规缴费行为,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对此,现有

研究普遍强调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劳动力雇佣[１]、全要素生产率[２]等生产经营行为和绩效的负

面作用,却忽视了企业也可能主动地调整资本与劳动的要素配置结构,并借此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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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益改善.因此,本文以«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外生冲击,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这对于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和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险征管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企业社会保险的参保覆盖面和缴费遵

从度普遍较低[３].为此,２０１１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征缴、经办和监督过程中各

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并建立多部门联合治费的工作体系,显著提高了社会保险征管力度和劳动者权

益保障水平.不过,社会保险本质上属于工薪税,由劳资双方共同缴费,需要计入企业的用工成本中.

同时,在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分批签订等因素限制下,企业很难通过降薪的方式来转嫁社会保险

负担,导致这部分用工成本对企业来讲是相对固定的,从而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４].根据“创造性破

坏”理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是倒逼企业重新配置资源、进行生产经营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５].

因此,面对社会保险征管力度加强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企业该如何寻找社会保险缴费与经营绩效

提升的平衡点,已经成为政府、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迅速兴起并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我国正加速步入数字经

济时代.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推动数字

产业化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６].而且,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恰好为企业带来“创造性破坏”契机,企业

通过投入机器设备和高技能人才变革生产经营体系,既可以取代常规性工作压缩劳动成本,又能够提

高生产效率,并最终收获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意外之喜”.不过,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带来

劳动力成本上涨,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不同影响.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会激励企业重新

调整要素配置结构,例如增加设备资本投入替代低技能劳动雇佣,培育高技能人才队伍促进人力资本

结构优化[７][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物质基础和人才支撑.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加重会降

低企业现金流水平,甚至是挤出设备资本投入和阻碍人力资本结构调整[９][１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施

加资金约束.因此,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目前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有两类.第一类文献讨论社会保险缴费征管的微观经济效应,认为

社会保险缴费具备不完全转嫁特征[４],导致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加强会降低企业的现金流水

平[１０],提高债务违约风险[３],减少劳动力雇佣规模[１]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２]等负面影响.不过

近期也有文献强调社会保险缴费征管的正面意义,包括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１１],优化人力资本

结构[８]以及改善投融资期限错配[１２]等.然而,鲜有文献尝试将数字化转型战略调整纳入企业应对社会

保险缴费征管的分析框架中.第二类文献则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主要从资本市场开放[１３]、地

方债务管理[１４]、税收激励[１５]等制度性视角给予解释.事实上,劳动力成本变化是企业发展战略调整最

直接的推动力,相关文献也从人口老龄化[１６]、劳动保护[１７]和最低工资制度[１８]等角度证实了劳动力成本

上涨会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变革.那么,社会保险作为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缴费征管

力度加强也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目前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为此,本文以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拟从以下三方面弥补现有文献不足.第一,不同于多数文献主要关注社会保险缴费征管

对企业经营行为的负面作用,本文从企业积极的长期发展战略决策视角出发,论证社会保险缴费征管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对“劳动经济与公司金融”这一交叉领域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基
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一逻辑前提,本文从资本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

和现金流约束效应三个视角出发,剖析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倒逼”和“挤出”作用,

有助于厘清二者间复杂的内在机理.第三,本文以«社会保险法»实施为主线,进一步考察征缴机构变

更和缴费率下调两项辅助政策改革对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为当前数

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社会保险“严征管”和“降费率”的制度优化方向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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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２０１１年之前,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工作以１９９９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为依

据,由于缺乏上位法支持,相关部门很难对企业违规缴费行为作出实质性处惩,这不仅损害了劳动者

合法权益,也加剧了社保基金收支平衡矛盾[１９].２０１１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社会保险

法»正式实施,赋予社会保险征缴“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性质.首先,«社会保险法»实施明确了社会

保险征管过程中的法律主体,包括用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以及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监督职责等,
为相关部门界定并处理社会保险征管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社会保险法»
实施构筑了多部门联合治理的工作体系,工商、公安等部门需要协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缴费主体

认定等相关工作,有利于职责部门及时发现并处置企业缴费过程中虚报、瞒报等违法行为.最后,«社
会保险法»实施提高了社会保险缴费刚性,企业未办理社保登记、未按时足额缴费等都构成违法行为,
征管机构有权给予相应处罚金额,甚至可以采取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有助于遏制企业违规缴费行

为.相关研究表明,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长了１５倍左右,尤其是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

法»实施后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明显改善了此前社会保险费征管软弱无力的状况[１０],这为本文考察社

会保险缴费征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项较为理想的准自然实验.
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后,我国相继进行了社会保险征管机构变更和缴费率下调两项辅助政策改

革.具体来讲,第一,由于税务部门在行政权威、信息掌握和稽查能力等方面具备优势,税务部门征收

社会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企业违规缴费行为[２０],浙江、福建等地相继将社会保险征缴权由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全部移交至税务部门.２０１８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规定各项社会

保险费由税务部门全权征管,实现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险征管机构的统一.自此,我国形成了«社会保

险法»和税务部门征管双重规制的社会保险征管体系.第二,减税降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

施,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多次阶段性下调社会保险费率.根据人社部统计,社会保险总费率由４１％下

降为３３．９５％,其中用人单位负担部分从３０％降至２３．４５％.特别是,２０１９年实施的«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综合方案»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统一降至１６％,此次降费力度空前,明显减轻了企

业缴费负担.因此,本文以«社会保险法»实施为政策主线,进一步考察“严征管”和“降费率”两项辅助

政策改革对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

«社会保险法»实施通过提高社会保险征管力度加重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会引发劳动力成

本上涨,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竞争性影响.一方面,企业倾向于增加设备资本投入替代低技能劳

动雇佣,以及培育高技能人才队伍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才支撑,即
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也会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水

平并弱化债务融资能力,为数字化转型施加了资金限制,即现金流约束效应.
关于资本要素替代效应.设备资本是实现数据采集、处理和应用的物理载体,也是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先进机器设备具有高投入、更新快等特征,企业数字化转型常常受制于机器设

备落后和改造意愿不足[１５].根据要素替代理论,当劳动要素价格相较于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时,企业

会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相对昂贵的劳动力[２１].社会保险作为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管力

度加强将直接提高劳动力价格,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会通过降薪的方式来平滑该成本.但是,在
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签订等因素限制下,员工薪酬具备黏性特征,导致企业无法将社会保险负担

完全转嫁给员工[４],从而激励企业增加资本要素投入来替代部分劳动雇佣.企业增设数控机床、工业

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不仅能够取代简单、重复的常规型工作,减少人为操作时间并降低生产成本,还
可以按照预设程序执行任务实现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提高生产效率,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２２].
而且,由于相较于人力,机器设备应用的边际成本很低,企业依托设备资本投入进行数字化转型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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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运营成本不会随着单位劳动力价格上涨而成比例递增[２３],这意味着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越重,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就越能实现更低的用工成本和更高的边际收益.
关于人力资本升级效应.高技能劳动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支撑,虽然数字技术更新迭代

快且数字化转型效果具备不确定性,但是高技能劳动具备较强的创造性和可变通性,能更好适应

未来数字化环境[１５].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企业需要通过改变雇佣决策和加大技

能培训等方式进行人才队伍精简来提高生产绩效,同时更稳定的社会保险投入也有助于企业吸引

更多高技能员工并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人力资本

理论,高技能劳动具备向下兼容特性,既可以胜任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也可以从事初级生产类工

作.因此,企业通过雇佣决策调整来缓解社会保险缴费压力时,更倾向于招聘高技能员工,或者是

解雇低技能员工,实现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８].其次,由于企业要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为了

抵消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带来的劳动力成本负担,企业也可以选择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和培训费投

入,提升员工的技能素养和生产效率,从而完成现有雇佣结构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获得

更多产出[２４].最后,高技能劳动力普遍注重工作保障和长期福利,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加强不

仅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多制度保障,还会增强劳资关系的稳定性,从而吸引高技能人才加入企业并

实现人力资本结构升级[１１].
关于现金流约束效应.资金充裕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保障,试错风险大、转型周期长、短期

效益低等难题会使企业陷入“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数字化转型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

面临现金流约束问题[１４].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于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个途径.就

内部融资而言,«社会保险法»实施加强了社会保险征管力度并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且该劳动力成本无

法以降薪的方式全部转嫁给员工,其所导致的现金流出将由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利润全部承

担[１０].这会降低企业在满足必要性支出后剩余的现金流水平,并不得已将资源配置到短期的生产和

财务工作中,引发企业内源性融资约束.就外部融资而言,在当前金融抑制的现实环境下,实体企业

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渠道进行间接融资.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在诱发企业营运杠杆提高的同时,也会

降低银行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使得企业与银行订立信贷契约的难度增大,弱化了企业外源性

融资能力[２５].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能力,从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长期战略布局.社会保险缴费征管的现金流约束效应也会溢出到企业的要素配置决策中,包括

挤出设备资本投入和阻碍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等[９],同样限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综上所述,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通过增加企业设备资本投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物力和人力角度“倒逼”
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也会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流水平,从财力角度“挤出”企
业数字化转型.因此,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总效应取决于“倒
逼”作用和“挤出”作用的相对大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竞争性研究假设.

假设１a: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假设１b:社会保险缴费征管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会保险缴费

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体方程为:

Digit＝α０＋α１Treati×Postt＋αcControlit＋δi＋φt＋εit (１)
式(１)中,变量下标i、t表示企业和年份;Digit表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Treati 表示政策虚拟

变量;Postt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Controlit表示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等控制变量.δi 表示企

业固定效应,φ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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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鉴于２００６年会计准则调整以及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冲击会使财务报表前后不可比,本文选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样本处理方

式为:(１)剔除ST、∗ST和PT企业;(２)剔除金融类企业;(３)剔除２０１１年之后上市企业;(４)剔除数

据缺失严重企业;(５)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缩尾处理.最后,本文共得到１６４２６个样本.
(三)指标设置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水平(Dig).数字化转型是涉及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模式等生产经

营维度的多方面变革,很难利用特定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不过,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业绩亮点和战

略布局,企业有强烈意愿在年报中披露相关信息,从而获取国家政策支撑和资本市场青睐.因此,借
鉴吴非等的研究[２６],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具体操作为:首先,从“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数字化应用”五个方面构建数字化转型主题词典,总共包括７６个关键

词.其次,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整理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对年报文本

进行Jieba分词处理,并除连接词、介词和副词等停用词.最后,计算数字化转型主题关键词总数占

企业年报 MD&A部分中所有词汇数的比重,并为了回归系数表示方便,将该比重乘以１００,以此来衡

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很明显,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需要说明的是,以数字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在欧美兴起并迅速向全

球传播,我国也在这一时期积极部署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规模实现“跳跃式”增长[２７].因此,
本文构建数字化转型主题词典,利用文本分析法衡量２０１１年左右企业早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存在其

合理性.同时,本文构建的数字化转型主题词典也包括“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移动支付”等信息

技术领域词汇,可以反映企业早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本文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险法»政策(Treat×Post).关于政策虚拟变量 Treat,由于«社会保险

法»属于“全国一刀切”政策,在２０１１年７月该法实施后,所有企业都会受到该政策影响,并不存在天

然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划分.但是,«社会保险法»实施提高了社会保险征管力度,且社会保险缴费作为

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劳动力依赖程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其受到该法实施的影

响必然更大[１][２８].因此,借鉴张同斌等[２９]的研究,本文以«社会保险法»实施前企业的劳动密集度为

标准,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并设置虚拟变量.具体来讲,首先,利用应付职工薪酬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来衡量劳动密集度,测算各企业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劳动密集度的均值水平并从低到高二等分;然后,
将位于全部样本前二分之一的企业视为处理组并赋值为１,否则视为控制组并赋值为０.关于时间虚

拟变量Post,当企业样本所处年份大于等于２０１１年时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控制变量方面,借鉴李成明等[１３]、李逸飞等[１１]的研究,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企业和地区层面控制

变量.企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两职合

一和董事会规模.地区特征包括: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方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化转型水平 Dig 年报中数字化转型主题词频占比 ０．１２６２ ０．１９１４ ０ １．０５６８
政策虚拟变量 Treat 处理组＝１,控制组＝０ ０．４９８７ ０．５００ ０ １
时间虚拟变量 Post ２０１１年及以后＝１,否则＝０ ０．７３２３ ０．４４２８ ０ １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对数 ２２．２９３２ １．３４７５ １９．８３１９ ２６．３１５３
资本结构 Lev 总负债/总资产 ０．４４８５ ０．２０２２ ０．０５１０ ０．８５９４
企业年龄 Age 数据年份－上市年份＋１ １２．３２９７ ６．５３１４ １ ２６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４８７ ０．１５０１ ０．１９３１
企业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１７８８ ０．３６５ ０．４９９２ ２．３０９２
股权集中度 Top１０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０．５６４７ ０．１５３９ ０．２２６２ ０．８９８４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兼总经理＝１,否则＝０ ０．２００５ ０．４００４ ０ １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董事数量取对数 ８．９６０７ １．７９９６ ５ １５
经济发展 Pgdp 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取对数 １１．３４４７ ０．５１００ ９．８５８０ １２．２８５２
人力资本 Hum 城市本专科在校生数/总人口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１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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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报告了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其中,列(１)仅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双向

固定效应;列(２)在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列(３)进一步考虑到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趋势可能存在差

异,例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企业,在模型中还

控制了行业趋势项.结果表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都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社会保险法»
实施后,相比于控制组,处理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有明显提高,即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加强有

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结合理论分析可推断,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引发的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和人

力资本升级效应,很可能超过了现金流约束效应,并最终“意料之外”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步验

证了假设１a.当然,该推断还需要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机制检验来验证.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Treat×Post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６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趋势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４２３
R２ ０．１６９９ ０．１８４９ ０．２１００

　　注:∗、∗∗和∗∗∗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变动趋势相似,即平行趋势假定,是本文双

重差分估计结果具备有效性的前提.因此,借鉴Beck等[３０]的研究,利用事件研究法思路检验平行趋

势假定,并进一步评估政策实施的动态效应.本文以２００７年为基期,检验模型设定为:

Digit＝β０＋∑５
s＝－３βsTreati×Postt＋s＋βcControlit＋δi＋φt＋εit (２)

式(２)中,Postt＋s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实施前后的第s年份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其他变量定

义同前文.当s＜０时,如果βs 趋于０,就说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变

动趋势相似.图１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相对年份之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趋于０且不显著,意味着

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不存在系统差异,平行趋势假定成立.在«社会保险法»实施

后,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政策实施第２年后才开始显现.这是因为,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早期还不是技术进步的“主流”,导致政策效果具备一定的时滞性.另外,在政

策实施第２年以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社会保险法»实施

会不可逆转的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具备持续性.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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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首先,为了避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变化在时间上存在巧合

性,本文采取改变政策实施时点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来讲,本文将«社会保险法»实施时点分

别提前２年和３年,然后与政策变量相乘构建新的交互项,结果发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
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前并不存在.其次,为了避免实证模型

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借鉴Li等的研究[３１],本文通过随机模拟处理组的方式进

行安慰剂检验,即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变化是由«社会保险法»实施,而非其他不可观测因素造成

的.具体来讲,随机生成处理组,然后乘以年份生成交互项并按照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同时,为了防

止小概率事件发生,重复上述操作５００次并得到相应的“伪政策”估计系数及其P值,据此绘制核密度

图.图２结果表明,５００次随机抽样后的“伪政策”估计系数在０值处呈正态分布,且与前文真实估计

系数０．０２３相差较大,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估计结论具备较高的可信度.

图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２．更换被解释变量.利用文本分析法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关键在于主题词选择和词典

构建.考虑到本文数字化转型主题关键词选取的准确度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借鉴赵宸宇等的研

究[３２],从“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和“现代信息系统”四个方面重新构建了

数字化转型主题词典,总共包括９９个关键词.然后,同样利用Python网络爬虫技术爬取企业年报

MD&A部分中的数字化主题关键词,并计算该主题关键词的词频占比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

平,重新进行相关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中列(１)所示,«社会保险法»实施同样有助于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

３．改变分组方式.广义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依赖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划分方式.为此,本文重

新按照企业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劳动密集度的均值由低到高三等分,将劳动密集度位于全部样本前三分

之一的企业视为处理组,位于后三分之一的企业视为控制组.需要说明的是,该分组方式不仅可以证

明«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而且相比于前文劳动密集度从低到高二等分的分组

标准,可以捕捉政策实施效果的剂量效应,即组间劳动密集度差异扩大时,政策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促进作用是否会增强.表３中列(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变大,证明了剂

量效应的存在.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Treat×Post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８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４２６ １０９９６ １３０２５ ８６７５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４２６ １５０８１ １０６４７
R２ ０．１７７２ ０．１９１２ ０．１７１８ ０．４０２８ ０．１８４９ ０．１８５９ ０．１８７４ ０．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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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考虑策略性披露行为.企业在年报中披露“数字化”相关词汇可能存在策略性炒作或者蹭热

度嫌疑,利用文本分析方式进行测算可能夸大自身数字化转型水平.为此,采用两种方法处理:第
一,剔除被证劵交易所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为不合格的样本,这类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很可能进

行策略性信息披露;第二,借鉴赵璨等的研究[３３],构建模型估计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程度.具

体来讲,首先,计算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平均数字化转型水平;其次,以数字化转型水平为被解释变

量,以所有控制变量和平均数字化转型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当回归残差大于零意味着企业

存在数字化转型信息夸大披露行为;最后,剔除这部分回归残差大于零的样本,重新进行相关估

计.结果如表３中列(３)和列(４)所示,在考虑企业信息披露策略性行为后,«社会保险法»实施仍

然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５．排除其他事件干扰.在样本期政策时点附近,可能存在某些事件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第

一,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企业外部环境持续收紧,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迅速兴

起并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各国开始积极部署数字化发展战略,对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影响深远.为

此,构建虚拟变量Fin以反映样本是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样本处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时赋值为１,
其余为０,并构造与政策虚拟变量交互项 Treat×Fin放入基准模型.第二,２０１３年国务院推行“宽带

中国”战略是我国顺应新一轮数字化发展浪潮的关键举措,其以网络基础设施的稳定、高速和广泛连

接为主要政策内容,也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产生影响.为此,依据“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名单和

试点城市确立时间构建交互项 City×Time,并将其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三重交互项 Treat×City×
Time纳入基准模型.结果如表３中列(５)和列(６)所示,在排除其他事件干扰因素后,基准估计结论

依然稳健.

６．调整研究样本.本文还采用以下方式调整研究样本,以检验回归结果的敏感性.第一,«社会

保险法»在２０１１年７月正式实施,考虑到政策实施当年,尤其是下半年可能存在噪声,因此剔除２０１１
年样本重新进行相关估计.第二,为增强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可比性,本文还将非平

衡面板数据转化为平衡面板数据重新进行估计,确保样本在各年份都有观测值.结果如表３中列(７)
和列(８)所示,在调整研究样本后,«社会保险法»实施同样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四)异质性分析

１．企业产权性质差异.«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

存在差异.其中,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会得到更多财政资源支持,基本能够按照国

家标准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且不会轻易改变要素投入结构.而非国有企业资金实力较弱且盈利动

机更强,«社会保险法»实施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会使其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将迫使非国有企

业主动增加机器设备投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推进数字化变革,从而实现降本增效目标.因此,
本文依据产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非国有和国有两类,然后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４中

列(１)和列(２)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非国有企业组别中更大,且经过５００次 Bootstrap抽样的

费舍尔组合检验显示,估计系数的组间差异显著,说明«社会保险法»实施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

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表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高竞争行业 低竞争行业 法治环境好 法治环境差

Treat×Post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９４)
费舍尔组合检验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８１９ ８６０７ ７８４４ ８３０２ １１２７７ ５１４９

R２ ０．２１３５ ０．１５３７ ０．１８２３ ０．１８１０ ０．２１５７ ０．１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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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行业竞争程度差异.行业竞争度差异也会导致«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非对

称性影响.一般认为,行业竞争度越高,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频次就更频繁,对于要素价格的变

动也会更敏感.相应地,处于这类行业中的企业在面临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涨

时,也会更有内生动力去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和培育高技能人才队伍,通过主动选择数字化转型来

“中和”这部分社会保险负担并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因此,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行业竞

争程度,并按照中位数标准将样本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高竞争度行业和低竞争度行业两类,然后

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４中列(３)和列(４)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高竞争行业组别中更

大,且组间系数差异通过了费舍尔组合检验,说明«社会保险法»实施更有助于推动行业竞争激烈

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３．地区法治环境差异.企业所属地区的法治环境水平也会影响«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数字

化转型间的关系.在法治环境良好的地区,社会保险缴费的征管力度更强,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

保险的合规成本较高.这意味着,随着地区法治环境质量提升,由企业严格执行«社会保险法»所
导致的薪资缺口就越大,相应的企业会在更大程度上调整要素配置结构,包括增加设备资本投入

和精简人才队伍建设,从而影响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战略选择.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分省份市

场化指数报告»中２０１０年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分指数来衡量地区法治环境水平,并
按照中位数标准将样本企业所属地区划分为法治环境较好和法治环境较差两类,然后进行分组回

归.估计结果如表４中列(５)和列(６)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法治环境良好地区组别中更大,
且费舍尔组合检验也显示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说明«社会保险法»实施更有助于推动法治环境良好

地区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五)机制分析

由于社会保险具备工薪税性质,且在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合同签订的制约下,企业无法以降薪的

方式转嫁社会保险负担[４].因此,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加强会直接提高劳动力成本,激励企业主动

变革来实现降本增效,这是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前提,本文首先检验«社
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关于劳动力成本变量lnwage,由于高管群体的劳动议价

能力较强,企业为吸引高端管理人才会承诺为其足额且连续的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更多

是会规范普通员工的缴费行为[３４],借鉴Benzarti和 Harju的研究[７],本文利用剔除高管后的员工平

均薪酬的对数值来衡量.表５中列(１)结果显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法»实
施会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验证了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前提.

前文分析表明,面对社会保险征管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一方面企业可能通过增加设备资本投

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进行降本增效,在物力和人力层面“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会直接

降低企业现金流水平,在财力层面“挤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此,本文分别构建设备资本投入变量、
人力资本结构变量和现金流约束变量,并借鉴江艇的研究进行机制检验[３５].

首先,借鉴张永珅等的研究[３６],利用机器设备总额占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衡量设备资本投入

变量 Mac.其中,机器设备总额以固定资产原值减去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场地等

原值来表示.结果如表５中列(２)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促进

企业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其次,关于人力资本结构变量 Hum,以受教育程度为划分标准,将拥有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员工视作高技能劳动者,利用高技能员工占比衡量.结果如表５中列(３)所示,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激励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最后,关于现金流约束

变量Cash,利用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结果如表５中列(４)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降低企业现金流水平.
由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通过资本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现金流约束效应影响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不尽相同,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机制间作用大小,从而解释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影响,借鉴陈贵富等的研究[３７],本文将解释变量和全部机制变量纳入同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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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根据表５中列(５)结果计算可得,社会保险缴费征管通过资本要素替代效应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为０．０２１１×０．０４７８＝０．００１０,通过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为０．０３４０×０．１３３９＝０．００４６,通过现金流约束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

应为(０．０３２４)×０．１３５０＝ ０．００４４.同时,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之和的绝对值

(０．００５６)大于现金流约束效应的绝对值(０．００４４),且两者间差异在１％的水平上显著(Z＝３．８０５８).
这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引致的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要大于现金流约束效应,由
此就最终验证了前文假说１a,即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在总体上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５ 机制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lnwage Mac Hum Cash Dig

Treat×Post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７２)

Mac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２０６)

Hum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２２９)

Cash ０．１３５０∗∗

(０．０５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４０８ １６２７６ １６１６６ １６４１２ １６０１５
R２ ０．３９０１ ０．０１５７ ０．５８８４ ０．６４７５ ０．２０２２

五、进一步分析

如前文所述,在«社会保险法»实施之后,我国出台多项与社会保险征缴相关的改革措施以进一步

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征管机构变更为税务部门以及下调社会保险缴费率两项

政策.那么,这两项辅助政策改革是否会调节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 这

不仅有利于更全面的评估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引发的微观经济效应,也可以从社会保险缴费“严征管”
和“降费率”视角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优化方向.

相比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税务部门对企业财务信息掌握更为全面,拥有独立的征收体系和专业

的征收团队,且税费征收激励较强,社会保险征缴权实现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税务部门移交,能进

一步提高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２０].而且,社会保险缴费进一步“严征管”也会强化劳动力成本上涨

引发的资本要素替代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因此,
本文利用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变革事件,考察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保险法»实施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具备调节效应.具体来讲,借鉴唐珏和封进的研究[１９],依据样本企业所属

省市是否发生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变更事件构建虚拟变量 Tax,若该省市在当年及以后年份将社会保

险征缴权全部移交至税务部门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将该变量与基准模型中的交互项相乘,构建三重交

互项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６中列(１)所示,交互项和三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税务部

门征收社会保险费会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社会保险缴费率是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和缴费遵从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下调社会保险缴费

率能提高企业现金流水平,不仅可以直接缓解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资金约束,还能够进一步激

励企业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而赋能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险

政策缴费率远高于大部分 OECD国家,导致企业即便是在社会保险“严征管”背景下也会通过逃、漏
费来降低生存压力[３８],下调政策缴费率反而能提高企业缴费遵从度,强化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

要素配置结构和发展战略调整的作用.因此,本文考察下调社会保险缴费率对«社会保险法»实施影

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具备调节效应.借鉴刘贯春等的研究[１],以社会保险费本期增加额与上一年

应付职工薪酬总额的比值测算社会保险实际缴费率,依据平均值标准将样本企业分组并构建虚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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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Social,实际缴费率较低的企业赋值为１,否则为０,然后将该变量与基准模型中的交互项相乘,构
建三重交互项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６中列(２)所示,交互项和三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都显著为正,
意味着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也会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表６ 进一步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Treat×Post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６９)

Treat×Post×Tax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８８)

Tax ０．１２９２∗∗∗

(０．０２３６)

Treat×Post×Social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６６)

Social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０４９)

Treat×Post×Coop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９１)

Coop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４２６ １６４２６
R２ ０．１９７９ ０．１９４６ ０．１９３３

另外,考虑到政策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
例如在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的背景下降低政

策缴费率,既能够保障社会保险费的足额征收,
又可以稳定就业规模,还会激发企业改革活力.
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社会保险征收机构变更

以及缴费率下调两项辅助政策改革,能否协同

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

进作用.具体来讲,依据前文变量设定,构建政

策协同变量Coop,若样本企业在某年份同时属

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组别和实际缴费率

较低组别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将该变量与基准

模型中的交互项相乘,构建三重交互项并放入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６中列(３)所示,交互项和

三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税

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和下调社会保险缴费率两项辅助政策改革,会协同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 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社

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该结论在考虑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社会保险法»实施造成了企业劳

动力成本上涨,这一方面会激励企业增加设备资本投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物质基础和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企业现金流约束水平,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施加资金限制,但
前者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后者的负向作用,总效应表现为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保险法»实施主要会推动非国有性质、行业竞争度高以及法治环境良好地区的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社会保险征管机构变更为税务部门以及社会保险缴费率

下调两项辅助政策改革,都会强化«社会保险法»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会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本文

的基本结论,意味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还能够倒逼企业

转型升级.因此,在实现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后,应加快推进与“严征管”相关配套措施建

设,包括完善征管信息系统,优化征管人员考评体制,提高稽查审核效率等,以深化社会保险征管体制

改革.另外,在加强社会保险征管的基础上,也要合理降低政策缴费率以激发市场活力,特别是在当

前经济复苏阶段,更应该发挥“降费率”政策对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变革的激励作用.
第二,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性质、行业竞争度高以及法治环

境良好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说明具备这类特征的企业能主动适应劳动力成本变化带来的冲击,并将

其直接转化为发展战略调整的动力.因此,要尽量避免这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低,并辅以财

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寻找政策着力的平衡点.这样,就可以在保持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

率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保险政策的激励作用,从而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标杆企业,并
通过数据平台共享、产业链协同等方式发挥标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领作用.

第三,本文注意到现金流约束会限制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包括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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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机器设备投入和阻碍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因此,政府部门在加强社会保险缴费征管力度以及逐

步下调政策缴费率的同时,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也应当通过适当扩大授信范围、增加中长期信贷资金供

给、灵活确定信贷利率标准等融资优惠措施,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同时,还需要鼓励企业自身

采取营运资金管理、股权激励、留存收益等方式拓宽内源性融资渠道,降低资金链断裂风险,从而与外

部融资渠道形成“合力”来纾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的财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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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nsurancePaymentManagementandEnterpriseDigitalTransformation:AQuasiＧNatural
ExperimentBasedontheImplementationoftheSocialInsuranceLaw

ZHENGHaotian　JIN Weidong
(SchoolofEconomics,QingdaoUniversity,Qingdao２６６０６１,China)

Abstract:BasedonthedataofAＧsharelistedcompanies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１９,thispapertakestheimＧ
plementationoftheSocialInsuranceLawin２０１１asA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andadoptsthe
generalizeddifferentialmethodtoinvestigatetheimpactofsocialinsurancepaymentmanagementon
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Theresultsshow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SocialInＧ
suranceLawcanhelppromote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andthiseffectismoreobＧ
viousinnonＧstateＧowned,highlycompetitiveindustriesandenterprisesinregionswithgoodlegal
environment．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SocialInsuranceLawhas
increasedlaborcosts．Ontheonehand,itwillmotivateenterprisestoincreaseequipmentcapitalinＧ
vestmentandoptimizehumancapitalstructure,forcingthemtoundergodigitaltransformation
frombothmaterialandhumanperspectives．Ontheotherhand,itwillalsoimprovethelevelof
cashflowconstraintsforenterprises,squeezingoutdigitaltransformationfromafinancialperspecＧ
tive．However,thepositiveeffectoftheformeroutweighsthenegativeeffectofthelatter,andthe
overalleffectistopromot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Furtheranalysisrevealsthatthe
transformationofthesocialinsurancemanagementagencytoataxdepartmentandthereductionof
paymentrates,twoauxiliarypolicyreforms,willstrengthenthepromotioneffectoftheimplemenＧ
tationoftheSocialInsuranceLawo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TheresearchconcluＧ
sionprovidesatheoreticalbasisandempiricalsupportfortheinstitutionaloptimizationdirectionof
＂strictcollectionandmanagement＂and＂ratereduction＂ofsocialinsuranceunderthecurrentbackＧ
groundofdigitalChinaconstruction．
Keywords:SocialInsurancePaymentManagement;DigitalTransformation;Collection Agency;
ContributionRate;GeneralizedDouble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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